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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厘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及其时空变化规律，对制定公平有效的碳减排方案具有重

要意义。总贸易核算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测算隐含碳排放，基于此，文章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 2007、2010、

2012、2015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对其进行影响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总体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大致呈现从西到东递

增的趋势，且大部分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在 2007—2012年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在 2012—2015年开始下降或是

增速开始明显放缓。(2)分部门测算结果显示重制造业及能源工业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的比重较大，且大部分部

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从 2012 年开始，也有不少省市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尤

其是工业各部门下降趋势明显。(3)影响长江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规模效应始终是导致调出隐含

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经历了由正效应向负效应再向正效应的转变，强度效应则经历了由负效应向正

效应再向负效应的转变，各省市分部门的结果与总体结果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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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1世纪以来，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碳排放被公认为是引起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

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
[1]
，其碳排放量的迅猛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巴黎协定》中，中国承诺

到 2030年碳排放达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减排责任落实到各个地区。中国区域间贸易往来密切，区域间碳排放转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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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剧，这就需要对因区域间贸易而产生的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合理的估算[2]。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内河经济带，横跨东、中、

西三大区域，覆盖 11个省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领头羊作用，对实现中国碳

减排目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3-4]

。而能源利用与碳排放特别是其强度约束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空气污染浓度，改善区域特别是城市

的空气质量[5]，合理的产业及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6-7]。鉴于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总体及各部门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影响效应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针对隐含碳排放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生命周期法[8-9]，生命周期法可以深入分析产品各环节碳排放，但是数据

的获取及整理复杂，因此采取这种可行性小、工作量大的研究方法的学者较少[10]。另一种测算方法是投入产出法，前期使用的

是单区域投入产出（SRIO）模型[11-12]，该方法假设技术是同质的，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使得计算结果与实际情

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13]
。随着投入产出法的进一步完善，学者们开始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进行测算

[14]
，该方法减

少了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因为假定技术同质而产生的偏误[13]。 

随着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开始认为与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相比，增加值贸易统计体系的统计口径为价值增值，

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国家或地区参与分工的获益程度，价值增值也越来越成为分析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之一[15]。因此，基于增加

值贸易视角，能更准确地测算区域间贸易碳排放分割情况。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将增加值贸易与碳排放结合进行相关研究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李艳梅等测算了京津冀区域内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及经济收益[15]，该核算方法是在 Koopman 等提出的总贸易流

量分解方法[16]的基础下进行的；随后 Wang等提出了总贸易核算法[17]，这被视为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的关键性进展，潘安等将该

方法用于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研究中，分别测算了中日、中美的贸易隐含碳排放[18-19]。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做了相关研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结构分解法（SDA)[20-25]，该方法

将贸易隐含碳的变动分解为有关独立自变量变动的和，从而能够测算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变动对贸易隐含碳变

动的贡献值；二是指数分解方法（IDA)[26]，该方法将贸易隐含碳的变化分解成若干个影响因素变化的组合，并选取不同方法确

定权重进行分解，来确定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由于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适用领域等问题，只有其中的对数平均迪

氏指数法（LMDI）得到了广泛使用[27-29]。 

综上所述，增加值贸易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交叉研究主要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国家层面进行研究，而针对一国内部区域

间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借鉴 Wang 等根据增加值被吸收的最终目的地来分解区域/产业增加值的方法[17]，以及潘安等提出的将全

球价值链和贸易隐含碳整合的概念框架[18-19]，选定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研究该区域各省市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使用 LMDI

法对其进行影响效应分析。 

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1隐含碳测算方法 

由 G个地区 N个部门构成的 MRIO模型可以表示为： 

 

式中：Asr(s,r=1,⋯,G 且 s≠r)为表示不同地区生产部门间相互需求的 N×N 阶矩阵；Ass为 N×N 阶矩阵，为 s 地区内的直接

消耗系数矩阵；Ysr为表示 s地区对 r地区的最终品调出的 N×1阶列向量；Xs为表示 s地区产出的 N×1阶列向量。 



 

 3 

根据式（1）可得： 

 

式中 为经典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进一步设 VAs为 s地区的增加值向量（1×N阶的行向量），则该地区的增加值系数向量可表示为。根据 Wang等[17]提出的总贸

易核算方法，s地区对 r地区的调出 Esr可以被分解为如公式（3）所示的 16个部分： 

 

式中：“#”表示为分块矩阵点乘；上标“T”则表示为转置；Lss=(I-Ass)
-1为 s 地区内的里昂惕夫逆矩阵；Xr和 Er*分别为 r

地区的总产出和总出口向量（均为 N×1 的列向量）。将式（3）中等号右边的 16 个部分依次设为向量 T1～T16，表 1 列出了各部

分的具体含义。 

令 为 1×N 阶的直接碳排放系数向量，其中 xsi和 Psi分别表示 s 地区 i部门的产出及其产生的直接

碳排放量，则完全碳排放系数向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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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潘安等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方法[18-19]，本文根据增加值的不同来源计算贸易隐含碳排放水平，结合公式（3）的分解

结果，得到总贸易核算框架下 s地区对 r地区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具体见公式（5): 

 

式中：vat为 Esr中来自 t地区的增加值向量，且有 。可见，根据调出中增加值的来源，s地区对 r地区调出隐含碳

排放包含三部分内容：来自调出地区（s地区）、调入地区（r地区）及其他地区（t地区）的碳排放。 

1.2影响效应分解模型 

本文采用 LMDI方法对影响隐含碳排放的因素进行分解，参照杜运苏等[29]的分解方法，将隐含碳的影响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则某地区调出隐含碳排放可以分解为： 

 

式中：EC表示某地区贸易隐含碳调出量；E表示 s地区的调出总额；ei表示 s地区 i部门的调出额；qi表示 s地区 i部门的

调出隐含碳的排放量；Si表示 s地区 i部门调出占总调出的份额；Ii表示 s地区 i部门的调出碳排放强度。 

表 1 总调出分解部分的具体含义 

 分解内容（增加值向量）  组成部分 具体含义 

DVA 

DVA_FIN 

DVA_INT 

DVA_INTREX 

Tl 

T2 

T3+T4+T5 

被外地吸收的本地增加值 

最终品出口的本地增加值 

被进口地区直接吸收的中间品出口 

被进口地区直接生产向第三方地区所吸收的中间品

出口 

RDV  T6+T7+T8 返回并被本地吸收的本地增加值 

FVA 
MVA 

OVA 

T11+T12 

T14+T15 
外地增加值 

出口隐含的进口地区增加值 

出口隐含的其他地区增加值 

PDC 
DDC 

FDC 

T9+T10 

T13+T16 
纯重复计算部分 

来自本地账户的纯重复计算 

来自外地的纯重复计算 

 

根据 LMDI两年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调出量的差值可以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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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Q表示两年间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的差值；ΔQsize表示由规模效应引起的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变化量；ΔQstr表示由结构

效应引起的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变化量；ΔQint表示由强度效应引起的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变化量；qi
t
表示 i部门 t年的调出隐含碳

排放量；qi
0表示 i 部门基期年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Et表示 t 年的调出额；E0表示基期年的调出额；Si

t表示 i 部门 t 年的调出

比重；Si
0表示 i部门基期年的调出比重；Ii

t表示 i部门 t年的调出碳排放强度；Ii
0表示 i部门基期年的调出碳排放强度。 

1.3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 2007、2010及 2012年中国 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30个部门和 2015年中国 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

除外）42个部门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由于本文选取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在 2007、2010、2012年不包含西藏地区，且无法

获取该地区的 CO2排放数据，因此在测算 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时仍不将该地区考虑入内），各年份分地区、

部门的 CO2排放数据来源于 CEADs(www.ceads.net）官网，并将其数据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1）按业务内容与多

区域投入产出表相匹配，同时借鉴赵玉焕[30]及李艳梅等[15]的方法，将投入产出表中的 30部门合并为 7个部门（表 2）。 

2 结果分析 

2.1长江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时空变化分析 

2.1.1总体分析 

表 2部门归并结果 

7个部门 对应投入产出表中 30个部门 

农业 农林牧渔业 

能源工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 

轻制造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

体育用品制造业 

重制造业 
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工业 其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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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建筑业 

服务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其他服务业 

 

表 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量 

 
2007 2010 2012 2015 

碳排放(×108t) 比例(％) 碳排放(×108t) 比例(％) 碳排放(×108t) 比例(％) 碳排放(×108t) 比例(％) 

上海 0.35 6.46 0.54 7.32 0.72 7.00 0.63 5.67 

江苏 1.16 21.41 1.39 18.74 2.37 23.20 2.63 23.58 

浙江 0.60 11.06 0.78 10.58 0.87 8.55 1.41 12.67 

安徽 0.57 10.51 0.84 11.38 1.71 16.78 1.58 14.21 

江西 0.17 3.13 0.31 4.17 0.53 5.15 0.77 6.95 

湖北 0.56 10.29 0.77 10.40 0.31 3.02 0.67 6.02 

湖南 0.48 8.90 0.62 8.36 0.96 9.39 0.85 7.65 

重庆 0.23 4.18 0.37 4.97 0.78 7.67 0.54 4.88 

四川 0.41 7.61 0.72 9.71 0.43 4.24 0.78 7.04 

贵州 0.50 9.35 0.63 8.56 0.87 8.48 0.81 7.29 

云南 0.38 7.12 0.43 5.82 0.67 6.51 0.45 4.05 

总计 5.40 100.00 7.42 100.00 10.22 100.00 11.14 100.00 

 

基于前文阐述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模型，测算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 2007、2010、2012 和 2015 年的调出贸易隐含碳排

放量（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总体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 2007—2012 年为快速增长阶段，从 2007

年的 5.40×108t上升到 2012年的 10.22×108t，年均增长率为 13.61%，而 2012—2015年增速开始放缓，从 2012年的10.22×108t

上升至 2015年的11.14×108t，年均增长率为 2.91%，这表明我国实施的一系列碳排放调控措施产生了显著的成效。同样从各省

市的表现看，大部分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呈现出在 2007—2012 年上升而在 2012—2015 年开始下降或增速放缓的趋势。尤

为突出的是江苏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一直排在第一位，并且呈持续强化的态势，其贸易隐含碳排放在 11 省市中的占比从 2007 年

的 21.41%下降到 2010年的 18.74%，再迅速上升到 2012年的 23.20%，再到 2015年的 23.58%，表现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

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带来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持续攀升的态势。排在第二位的安徽表现更为抢眼，其贸易隐含碳排放从 2007

年的 0.57×108t上升到 2010 年的 0.84×108t，再到 2012 年的 1.72×108t,5年来增长了 2倍，其在 11省市中的占比也从 2007

年的 10.51%上升到 2010 年的 11.38%，再到 2012 年的 16.80%，尽管其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在 2015年开始下降为 1.58×108t，其

在 11 省市中的占比为 14.21%，仍居第二位。浙江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在 2015 年居第三位，其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从 2007 年的

0.60×108t 上升到 2010 年的 0.78×108t，再到 2012 年的 0.87×108t，在这一时期该省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的增速较为平缓，但

是在 2015年却迅速上升至 1.41×108t，占比也从 2012年的 8.55%上升至 2015年的 12.67%。江西的调出隐含碳排放情况同样值

得关注，在 2007—2015年，该省的调出隐含碳排放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7年的 0.17×10
8
t增长至 2015年的 0.77×10

8
t，

年均增长率为 20.78%，其在 11省市中的排名也从 2007、2010年的末位上升为 2015年的第 7名。 

为了进一步展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的区域特征，本文绘制了图 1 来展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调出

隐含碳排放情况。从图 1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调出隐含碳排放量较高，四个省市中，除上海外，其余三省的调出

隐含碳排放量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尤其江苏省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一直排在第一位。调出隐含碳排放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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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上游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贵州省以及四川省部分年份的排放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游地区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

则大多居于中间水平，除江西在 2007、2010、2012 年以及湖北在 2012 年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见，长江

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分布不均衡，大致呈现从西到东递增的趋势，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省市经济发展状况较好，但是

由于其主要是以工业化发展为主，意味着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就导致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相较其他地区更多的碳

排放量。 

 

图 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单位:108t) 

2.1.2分部门分析 

按照表 2的部门划分方法，可以测算出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分部门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图 2），从图 2可以看出，工业部门是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该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占比最大时高达 96.55%，为 2012年湖北省的数据，

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为 0.30×10
8
t，最小为 42.58%，为 2015年浙江省的数据，具体排放量为 0.60×10

8
t，其中大部分省市又是以

来自能源工业和重制造业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为主。对于上海市来说，服务业也是调出隐含碳排放占比相对较大的一个部门，

该部门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从 2007年的 0.12×108t（占比 33.82%）上升到 2010年的 0.25×108t（占比 46.08%），再到 2012年的

0.33×108t（占比 46.17%),2015 年稍有下降，为 0.26×108t（占比 41.20%），接近该市调出隐含碳排放一半的水平。同样值得

一提的是大部分省市建筑业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占比在 2015年明显增加。而从各省市分部门的趋势来看，大部分省市各部

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变化趋势与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即各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从 2012年开

始，也有不少省市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尤其是工业的各部门下降趋势明显。 

2.2长江经济带调出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影响效应分解 

为了探究长江经济带调出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使用 LMDI分解法将影响长江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ΔQsize）、结构效应（ΔQstr）和强度效应（ΔQint），同样从整体和分部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2.2.1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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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07—2010、2010—2012 及 2012—2015 年总体调出隐含碳排放影响效应分解结果见表 4。2007—2010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呈现增长趋势，规模效应是推动其调出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强度效应则对

其起着削减的作用，结构效应对大部分省市起着增加调出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但是相对规模效应与强度效应其影响程度较小；

2010—2012 年，对于大部分省市来讲，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依旧不断增加，规模效应仍是推动其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

素，但是结构效应由上一阶段的正效应转变为负效应，强度效应则由负效应转变为了正效应；2012—2015 年，江苏、浙江、江

西、湖北、四川等地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依旧增加，其他地区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其中规模效应仍然表现为正效应，

大部分地区的结构效应为正效应，但是其影响程度相对规模效应来说较小，强度效应则表现为负效应。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同

地区、时间段，规模效应始终是导致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三个时间段内，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对于调出隐含碳

排放量的影响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这两种效应在前两个时期中对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两个时

期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在 2012—2015年，强度效应的负效应作用明显增强，也就导致了大部分省市的调出

隐含碳排放量开始出现下降或是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 

 

图 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部门调出贸易隐含碳排放(单位:108t) 

表 4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效应分解(单位:108t) 

 
2007—2010 2010—2012 2012—2015 

ΔQsize ΔQstr ΔQint ΔQ ΔQsize ΔQstr ΔQint ΔQ ΔQsize ΔQstr ΔQint ΔQ 

上海 0.15 0.04 -0.00 0.19 0.36 -0.00 -0.18 0.17 0.12 0.01 -0.21 -0.08 

江苏 0.52 -0.14 -0.14 0.23 1.06 -0.28 0.20 0.98 0.70 0.06 -0.50 0.26 

浙江 0.28 -0.04 -0.06 0.19 0.20 -0.26 0.15 0.09 0.20 0.55 -0.21 0.54 

安徽 0.40 0.02 -0.15 0.28 0.80 0.02 0.05 0.87 0.44 -0.22 -0.35 -0.13 

江西 0.21 0.02 -0.10 0.14 0.08 0.04 0.09 0.22 0.24 0.09 -0.08 0.25 

湖北 0.41 0.07 -0.27 0.22 -0.11 -0.43 0.08 -0.46 0.29 0.25 -0.18 0.36 

湖南 0.32 0.02 -0.19 0.14 0.30 -0.04 0.08 0.34 0.13 0.11 -0.35 -0.11 

重庆 0.17 0.02 -0.05 0.14 0.35 -0.02 0.08 0.42 0.05 0.04 -0.33 -0.24 

四川 0.35 0.03 -0.08 0.31 -0.14 -0.21 0.06 -0.29 0.28 0.21 -0.14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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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0.26 -0.04 -0.10 0.13 0.21 -0.09 0.11 0.23 0.40 -0.06 -0.39 -0.05 

云南 0.12 -0.01 -0.06 0.05 0.17 -0.11 0.18 0.23 0.06 0.01 -0.28 -0.21 

 

2.2.2分部门分析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 2007—2010、2010—2012、2012—2015 年三个时期的分部门调出隐含碳排放影响效应分解结果如图 3

所示，规模效应对于大部分省市部门的调出隐含碳的效应为正，结构效应在 2007—2010 和 2012—2015 年对大部分省市部门的

调出隐含碳排放的效应为正，在 2010—2012年对大部分省市部门的影响为负效应，强度效应在这三个时期则经历了由负效应向

正效应再向负效应的转变。将之与总体分析结果相比较可以看出，各省市分部门的分解结果与总体分析结果大致相同，部分省

市中的部门的分解结果与总体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由于该部门在各省市中占比相对较少，并没有对整体结果产生太大的

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总贸易核算体系测算了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07、2010、2012及 2015年的总体、分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并

使用 LMDI方法对其进行影响效应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总体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各省市调出隐含碳排放大致呈现从西到东递增的趋势，并且

其中大部分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在 2007—2012 年呈现上升趋势，而在 2012—2015 年大部分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

下降或是增速开始明显放缓。 

第二，分部门结果则显示工业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比值较大，其中大部分省市又是以来自能源工业和重制造业的调出

隐含碳排放量为主，同时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市各部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从 2012年开始，也有不少省市部

门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尤其是工业各部门下降趋势明显。 

第三，借助 LMDI分解法，将影响长江经济带调出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其中规模

效应始终是导致调出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经历了由正效应向负效应再向正效应的转变，强度效应则与之相

反，经历了由负效应向正效应再向负效应的转变，各省市分部门的结果与总体结果大致相同。 

本文将总贸易核算体系和贸易隐含碳排放整合用于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相较于传统的核算方法，

能够更为准确地测算该区域各地的调出隐含碳排放量情况，这是本文创新之处，但同时本文也可能存在以下的不足：(1)分析贸

易隐含碳排放因素的方法众多，本文只采用了其中的 LMDI 分解方法，并没有将本文的结果与其他分析方法进行对比分析；(2)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对 2007、2010、2012 及 2015 年四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的时效性有待提高，并且本文选用的

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及 CO2排放数据包含的地区以及部门的划分存在差异，使得本文的测算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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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部门调出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效应分解(单位:×10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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